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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诗诉求:
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王 志 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26)

摘 要:“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

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

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

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

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

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

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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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采诗诉求作为士人心态及价值取向的观察视角

“采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古老制度,也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课题。周代的王官采

诗影响深远,作为政治制度体现了采诗观风的治理理念,作为音乐制度开启了宫廷雅俗乐制作的

重要路径,政治性与音乐性构成了采诗功能的两翼。汉代既有乐府采诗,也有朝廷遣使巡行、观
采风谣的做法。魏晋南北朝亦见使者观采风俗之举,尤以北魏孝武帝时期张彝采诗并于其后结

集七卷上奏朝廷最具代表性。汉以来的正史帝纪中,频见帝王下诏观采风俗与风谣的记载,可见

采诗自周、汉以来从未彻底断绝。但这些采诗活动并非依托常态的、固定的制度,故白居易《新乐

府·采诗官》断言“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1]90。唐宪宗元和年间,身为谏官的白居易

反复呼吁朝廷恢复采诗制、重设采诗官,这是史上首次明确集中提出的采诗要求。虽然白氏似乎

是重提采诗旧制,但他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开始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

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并因此从一个特定角度映现了士人心态及其价值取向。中唐至宋、元
以来,融合政治要求与个人理想的采诗诉求不断见诸诗文,成为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笔者

以为,整体性的采诗研究应包括制度、文本、诗学三个层面,采诗制度的研究最为充分,后两个方

面则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基于主体意识和内在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与外在的制度研究同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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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这一古老问题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一)采诗制度研究的新进展

采诗诉求与采诗制度的存废有着直接关系。长期以来,采诗研究其实就是针对采诗制度的

研究。由于汉代文献记载不一,故先秦采诗制度的存在似乎缺乏直接证据。2001年上海博物馆

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采风曲目》等正式公布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实质性推进。整理者

马承源认为《孔子诗论》总论《邦风》中的“大敛材”一说,即指邦风佳作,实为采风[2]。胡宁认为,

上博简第四辑的《采风曲目》是先秦时代采诗的唯一直接证据,这份曲目说明采诗是乐、辞兼采且

以乐为主[3],采诗观风的“风”也应首先从音乐层面理解。班固在《汉书》中提出“观风俗,知得失,

自考正”的采诗功能深入人心,导致采诗协乐的音乐意义未被充分认识,新出文献使这一事实变

得清晰起来。学界同时认识到汉乐府采诗并非以“观风”为唯一和首要目的,比如张强认为乐府

采诗是在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的背景下进行的[4];赵敏俐指出《汉书·艺文志》所言乐

府采诗“观风俗”云云其实只是它的一部分功能[5];宋文婕认为“‘采诗’是乐府诗制作的上游环

节,‘夜诵’属采诗之后的祭祀仪式”[6],从观采风谣到国家大典,是一整套的制度化体系。对采诗

音乐意义的认识,已渐成学界主流观点。

汉以后的采诗制度和采诗活动进入学人视野。左汉林考察唐代太常卿采诗,认为元白创作

新乐府的直接背景是初唐即已存在的采诗制度[7]。沈松勤认为北宋“太宗中后期士大夫采诗之

风颇为流行”[8]15;但江合友通过辨析史料,指出宋初并无官方的采诗制度,也无采诗之风的流

行[9]。元代是采诗史上的新变期,出现了文人自发采诗现象,杜春雷[10]、黄二宁[11]搜检涉及采诗

的文献,特别是元人的采诗赠序之作,对元代南人采诗的性质、动机、区域性、文学意义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杨匡和通过勾稽史料文献,对历史上的采诗制度、现象进行了通代性质的全面观照,

认为采诗古制在宋代彻底终结[12]。上述成果对采诗材料的搜集,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便利。
(二)采诗研究中主体视角的缺位

迄今未见学界以“采诗诉求”作为选题的专门研究,但在采诗制度的考察中也对群体心态因

素略有涉及,如李山指出王官采诗的高涨与西周后期贵族阶层与王权之间矛盾的日趋激烈有

关[13];宋文婕认为《吕氏春秋》“以进谏为目的,召集各方宾客集论而成,其成书方式继承了采诗

制度”[14]。贵族与王权的矛盾势必体现出群体的政治要求,以及欲挽救王朝的用心、怒其不争的

情绪等。西周后期所采之诗既有地方风谣,也有贵族、朝臣的创作,后者即《诗经》中讽谕时政、忧
念国事的变雅之作。因此,采诗制度也成为士人、文人以歌诗议政、进谏的渠道,采诗诉求也是政

治心态的反映。

陈寅恪较早注意到白居易、元稹新乐府创作与采诗之关系,“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

胸中久矣”[15]123,“乐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时,即具采诗匡主之志”[15]124。刘明华分析了白居易元和

初期大谈采诗的政治原因[16],启发我们注意白氏首倡的采诗呼声与他的个人政治地位、处境和

心态的关系。张煜提出白居易极力主张恢复采诗,目的是要寄讽谕于歌咏之中,所采诗歌应该是

指能播之歌谣、被之管弦的入乐诗歌,而非一般性的诗歌[17],这启发我们关注采诗呼声与白氏所

擅长的歌诗创作之间的关系。

江合友认为宋初虽无采诗的实际操作,但在当时士大夫心中却潜藏着深切的采诗意识,并形

之于笔端[18],“采诗意识”深入到士人观念与心态的内在层面,是目前与本文提出的“采诗诉求”

最为接近的表述。史洪权认为南人知识分子自发采诗,实因受制于具有浓厚歧视色彩的铨选制

度导致的困境使然,部分南人采诗出于以诗存人的动机[19]。上述研究虽已涉及采诗中的主体意

识,但这一视角尚未具备自觉性和明确性,更无专题研究。有必要说明,本文所谓采诗“主体”,并
非指王朝、朝廷、乐府等制度设立和实施层面的主体,而是指呼吁采诗的士大夫文人阶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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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引入,是采诗研究从外在客体制度向主体士人心态转向的努力。
(三)采诗诉求是士人心态观察的独特窗口

士人心态研究的兴起,以1991年罗宗强出版《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为标志。士人心态至今

仍是古典文学界的重点关注领域,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时代思潮、学术影响下的士人心态考察,

二是文学书写与士人心态的双向互动研究。但在以“士人心态”为题的研究成果中,鲜见对这一

研究方向本身的学理性思考。心态与思想、观念、态度、情怀、情感、情绪等词语存在一定的互指

性,罗宗强说:“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们的人性的张

扬与泯灭。涉及士人个案时,目的也在于说明群体的状况。”[20]影响士人心态的重要因素有政局

的变动、思潮和士人的生活状况等,本文认为,士人与政权或疏离或紧密的关系,是影响士人心

态、价值取向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士人心态体现在政治诉求上,也体现在生命理想上,较之于思

想观念,“心态”更具内在性、隐微性和复杂性,心态研究因此需要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固然

某一时代存在趋同性的士人群体心态,但心态也无疑具有个体性色彩。从采诗诉求中观照士人

心态及其价值取向,为士人心态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如上所述,采诗事实的描述已较为清楚,采诗的政治与文学意义也得到了一定阐发;但对于

采诗,实际上还存在主体意识和士人心态的研究维度。这是因为自白居易疾呼恢复采诗之后,宋
元以来希望恢复采诗制度、期待诗歌被朝廷采集的热切愿望及这种愿望事实上不能实现所导致

的无奈和悲慨情绪,在士人、诗人中始终不绝。采诗诉求就其表层而言,是对一种古老制度复归

的期待,但其深层指向则在诗人的身份定位、个人价值与诗歌价值的诉求,从而成为观察士人心

态的一扇独特窗口。基于主体视角和心态意识的采诗诉求研究的缺失,直接影响了采诗研究整

体格局的构建。
(四)采诗诉求研究的具体思路、创新价值及学术史意义

本文以中唐以来士人、文人的采诗诉求为研究对象,正文主体部分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采

诗诉求所汲取的采诗传统以及这一呼声中士人心态因素的映现,针对元和年间白居易疾呼采诗

这一行为后面的职官焦虑、声名焦虑的心态予以重点分析,同时指出采诗得不到恢复而造成的诗

人、诗歌价值沦落,使这一诉求含蕴着深切的悲情倾向。二是辨析区分唐宋时期官方采诗活动不

同于士人心目中以观风和讽谕为目的、有固定形态与专设职官的采诗制度,指出因恢复无期而产

生的诉求心态变化,即由对朝廷的期待开始转向诗人采诗之职的自觉认知。三是对元代南土士

人自发采诗行为中反映出的易代之际保存文化、以诗存人的心态意识,以及个体价值的重新确立

等问题进行分析。余论部分回答了本文考察时段的依据、本研究的独特性与采诗研究整体格局

建构的必要性。

采诗诉求是在学界长期进行的制度探察之外拓展出来的新方向,可望推动一个古老问题的

研究新进展。“采诗诉求”的提出和专门研究,从主体意识层面为中唐及宋元以来士人心态、价值

取向的变迁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角度,有助于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互动的认识。采诗诉求体现着

士人的政治期待和生命价值期待,反映了古代士人同情黎庶、为民众发声、积极议政的责任意识

和优秀传统,作为传统人格、理想人格的精神资源,可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深入研究以及当代

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二、采诗传统的汲取与采诗诉求的心态、情感内蕴

(一)采诗传统:观风与讽谕

采诗诉求首先是对古已有之的传统和制度回归的期待,采诗传统包括制度与观念两方面,
《汉书》总结为“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21]卷30,1708。“观风俗”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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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王者”,使其“不窥牖户而知天下”[21]卷24上,1123。事实上,采诗传统还有指向朝臣乃至一般士

人、文人的一面,这就是先秦时期比采诗制更为清晰的献诗制。《国语·周语》“召公谏厉王弭谤”

为人所熟知,“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

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2]。这套天

子听政与群臣谏议的制度,不会完全出自想象杜撰,《左传》《国语》其他篇章也有近似表述。“所

谓献诗,指贵族文人有目的的作诗以献,主要是为了补充其政,揭露时弊,也有一些所作所献之

诗,是倾诉个人的怨恨和忿懑的。除此以外,民间风谣有可采者亦有采而献之的。”[23]献诗之

“诗”更倾向于指贵族自作的讽谕诗。献诗,若从采集一方来讲,就是采诗。献诗而被允许,正说

明有采诗制度作为保证。如果将献诗也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采诗,那么,献诗讽谕与采诗观风构成

采诗传统的两个面向、两种功能。白居易的采诗诉求,实际上是以周代的献诗讽谕作为话语资

源的。

白氏的采诗诉求有为朝臣进谏、文人讽谕寻求制度保障的目的。《新乐府·采诗官》指向言

路问题,恢复采诗,目的在于“言者无罪闻者诫”[1]90,“言者”主要指谏官进谏、朝臣进言;“渐及朝

廷绝讽议”[1]90,指出因进言制度不畅,朝廷议论之风偃息,兴谕讽刺无由上达的后果。《策林》六

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曰:“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

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1]1369从诗文关乎教化、讽谕

的角度,指出文士、诗人在社会治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文士褒贬、诗人美刺要发挥补

察时政的作用,就要有采诗制度的保证。

提出采诗诉求的同时,白居易创造了便于采集的歌诗形态,预备采诗之用。采诗就是要采集

讽谕之诗,其实质接近《诗经》中那些具有明确讽兴目的的谏诗。为此,白居易《新乐府》效仿《诗

经》小序,直接标示作品的讽谏主题。《新乐府》所述之“事”多出自一个谏官的观察视角,傅绍良

说:“虽然杜甫和白居易都依循‘感事而发’的古训,但杜甫所感之事类乎‘振铎乡里’所得,更近于

采诗精神,而白居易所感之事类乎‘朝野皆传’所得,更近于言事职守。”[24]言事职守的方式就是

献诗讽谕。元稹与白居易在新乐府创作上同声相应,元稹亦有采诗议论,对比元、白采诗之论,可

看出二者所汲取的采诗传统并不全同。元稹云:“故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

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25]406表明有意学习民间讴谣,以备采诗。又说:“秦汉已还,采诗

之官既废,天下俗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25]600重视民间讴谣正是人所熟

知的采诗观风义。白居易要求以讽谕性新歌诗取代充斥朝廷的空洞颂歌与浮华艳辞,实为采诗

传统的另一面。陈寅恪认为元、白新乐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15]123,由

于采诗观风侧重指采集民间讴谣以观察风俗和治理得失,故以此论白氏以讽谕为核心要义的采

诗诉求似不够准确。

(二)白氏采诗诉求的心态动因与价值含蕴

采诗诉求首先表现为制度诉求,同时也是士人对参政议政、发挥讽谕的权利诉求,这一政治

期待意识赋予采诗诉求以心态和情感内蕴。而在政治期待意识的深层,实则是个体身份意识和

生命价值的投射。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倡议采诗,即存在上述心态动因。

本文首先略述元和年间政治环境对白居易提出采诗诉求的影响。元和初期,在宪宗亲自推

动下,朝廷形成言事气氛。《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二年(807)十二月丙辰,“上谓宰臣曰:

‘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

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26]卷14,423白居易《与元九书》回忆宪宗朝初期的政治环境说: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1]962宪宗欲追步太宗的纳谏之风,身为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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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白居易遂激发出议政热情,其采诗之论基本集中于宪宗执政初期。采诗诉求也和中唐言路

渠道遭到阻塞有关。《策林》三十六:“自贞元以来,抗疏而谏者,留而不行;投书于匦者,寝而不

报;待制之官,经时而不见于一问;登闻之鼓,终岁而不闻于一声。”[1]1334唐王朝为决壅弊、求议论、

方便进谏而实行过的一些好的制度,但在白居易看来已于贞元末失去作用。

采诗诉求与白氏元和年间特定的职官心态、声名心态有关。元和三年,白居易初授拾遗即上

书宪宗,指出拾遗一职“其选甚重,其秩甚卑”[1]1228,说明他十分重视谏官政治身份。《初授拾遗》:

“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岂不思匪躬? 适遇时无事。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

对之终自愧。”[1]7-8《初授拾遗献书》:“臣所以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

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1]1229由上可见欲有作为而一时不得的急切与初授谏官的焦

虑心态。一时未能有进谏之举,“适遇时无事”即元和中兴的局面与平淮背景下谏官少有大事可

谏,只是原因之一,而进谏本身也存在制度上的欠缺不周之处。《与元九书》说:“启奏之外,有可

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1]962《与杨虞卿书》:“凡

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1]947在白居易看来,

直奏、密启犹不能满足谏官言事、议事之需,而歌诗是他所认为的理想进谏方式,可以针对不便直

奏、“难于指言者”而以一种便宜形式实现进谏。白氏疾呼恢复采诗,和他欲破除谏官焦虑、寻求

更具可能性的进谏之途有一定关系。《策林》六十九:“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

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1]1370说明他对朝廷采诗、采集意见的频次有很高的

期望。

除了谏官之职引起的政治焦虑之外,诗文传扬、声名建立或总体生命价值焦虑也是白居易反

复呼吁采诗的心理动因。他生前自编诗文集藏于各处,他对诗文传世、诗人身份极为看重。特别

是多次谈到歌诗在社会上的较大影响,自重自负之意不难看出。《与元九书》自述京师歌伎以能

吟唱《秦中吟》《长恨歌》相夸耀,又说自长安至江西三四千里沿途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

可见题其诗者,虽自谦为“雕虫小技”,但却为“时俗所重”,实则他自己也还是很看重的。歌诗声

誉对其仕途也有促进之力,《旧唐书·白居易传》:“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

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

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26]卷166,4340-4341其讽谏歌诗受到一部分士人的肯定,甚而传播至宫

廷,拜翰林学士、左拾遗或与之有关。《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曰

“苦教短李伏歌行”,自注“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1]349。李绅先作《新

题乐府》,白居易后来居上,虽是戏赠之语,可见白氏对己之歌诗创作能力极为自信。他对歌诗易

入人心深有认识,《与杨虞卿书》认为歌诗“易入而深诫”,《与元九书》对歌诗“韵协则言顺,言顺则

声易入”[1]960的特点详加阐发。白居易要求朝廷采集的正是讽谕性的歌诗,正如先师吴相洲所指

出,元、白希望新乐府歌诗能被朝廷的音乐机构采用、歌唱[27]。因而,白氏的采诗诉求实际上也

建基于他个人优秀的歌诗创作能力。朝廷恢复采诗,则其讽谕性歌诗便能获得闻于上听的机会,

既可更好履职,尽快破除居谏官而一时无大事可奏的焦虑,提升政治声名;又可使歌诗传世具备

制度保证,增加文学声誉。

采诗诉求中透露出的文学声名追求,还体现在白居易意欲创造新经典的心态意识方面。唐

朝虽三教并行,但统治者重视儒家经世致用、治理教化之功,太宗贞观年间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

诸儒编纂《五经正义》作为国学教育与士子考试之标准教材。孔氏在《毛诗正义》中提出“风雅之

诗,缘政而作”[28]卷1,566,从诗的发生学角度强调了《诗》与政治、政教的关系,进一步推尊了《诗经》

的经学地位与经典价值。白居易采诗说的核心之义“采诗以补察时政”与“诗缘政”说存在实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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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与元九书》曰:“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1]960将《诗》置于诸经之首,这

在唐人中是少有的。以备采诗的《新乐府》被陈寅恪称之为“乃一部唐代诗经”[15]124,正是洞察了

采诗诉求与《新乐府》创作中存在追步经典并创造新经典的心态意识。

(三)采诗诉求与诗人、诗歌价值沦落的不平之鸣

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制度要求的采诗诉求,继承了古已有之的以诗议政、以诗讽谏的传统,彰

显了士人的政治身份意识。而当采诗诉求因诗人的处境和命运而发时,就有了更浓厚的生命意

识和更热切的情感含蕴,成为一种不平之鸣,体现为深层的价值追求。采诗诉求既可以是正面的

政治主张表达,也可以是因采诗制度不被恢复而导致的反向、负性情感的抒发。白居易对政治与

文学声名的重视,使他对那些心怀社稷而蹉跎沉沦的穷愁士人充满同情,对其讽谏之作不能闻于

上极为叹惋。张籍与唐衢正是这样的诗人。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一诗,对张籍继承风雅比兴、

讽谏教化的诗歌创作精神高度赞誉,然而,“时无采诗官”,导致其作“委弃如泥尘”,不为朝廷所

知,不为世人所识,“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这一声名无闻的忧愤感、急迫感,正是发出采诗诉

求的心态动因。因张籍其人其诗的困顿命运,白居易表达了希望朝廷采诗的热切愿望,所谓“愿

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1]2。采诗制度的恢复,不仅可畅通朝廷言路,

更可改变讽谏无路的诗人与诗歌命运。唐衢终身布衣,却每因国事而痛切流涕,身后诗文散落,

更令人叹惋。《伤唐衢》其一:“遗文仅千首,六义无差忒;散在京索间,何人为收得!”[1]16实际上就

是未曾明言的采诗诉求,是暗中指向朝廷的痛切呼告。只有恢复采诗,布衣唐衢的诗作才不至于

湮没无闻。白居易借唐衢的不幸遭际而为自己发声,抒发了因采诗不被恢复而导致的新乐府歌

诗未能如愿进入宫廷、不为天子所知的激愤情绪。“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

时人嗤”,“但自高声歌,庶几天听卑”[1]15-16;“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

地”[1]16。呼告对象直指“天子”“天”,可见其采诗诉求即是希望上达天听。

白居易对诗人沉沦、诗歌无闻的现象本就十分关注,“怜君儒家子,不得诗书力”[1]16,“向坟道

径没荒榛,满室诗书积暗尘”[1]303。饱读经书却终身未遇并非仅唐衢、颜处士,社会上流行诗人薄

命的说法,杜甫曰“文章憎命达”[29]卷225,2424,白居易说“但是诗人多薄命”[1]363,“自古才难共命

争”[1]697,“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薄命,于斯见矣”[1]1474,当代“诗人多蹇”[1]964。反复言说穷

士不遇与不断呼吁恢复采诗,自然是希望打破诗人命运的“魔咒”。

三、采诗制度的恢复无期与诗人之职的自觉担荷

继白居易提出采诗诉求以来,中晚唐与两宋文人不断呼唤“采诗官”,使人误认为唐宋确实设

置有采诗官,诗人们翘首企盼只是因为采诗官不易得见罢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唐宋时期是

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采诗制度呢? 史料所载唐代太常卿与风俗使者采诗,与唐代文人所希望

的采诗是否一回事呢?

(一)太常卿采诗与使者采诗

唐代太常卿采诗是皇帝巡狩的仪式之一。《大唐开元礼·皇帝巡狩》“考制度”条云:“朝觐之

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闻。命太常卿采诗陈之,以观百姓之风俗。命市纳贾,以观百姓之

所好恶。”[30]完全遵循《王制》巡狩礼的规定,只是周代太师陈诗换成了太常卿陈诗。太师为乐

官,太常卿为礼官。乐官、礼官执掌皆是国家重要典礼的礼乐之事。《通典》所载大唐皇帝巡狩礼

皆如开元礼,《新唐书·礼乐志》亦记载有巡狩采诗与纳贾之事,说明唐代巡狩礼确有采诗仪式。

但由太常卿负责的巡狩采诗,对其观风补政的实际功能不宜过度认定。太常卿是礼乐职官,太常

卿采诗是对周、汉乐官采诗和乐府采诗的制度沿袭。礼乐机关的主要职能是服务于国家祭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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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等仪式性活动,彰显国家威严和君权至上,在制度文化层面维护与强化等级制。因此,太常卿

采诗、陈诗的仪式性可能要超过其实际的政治功能[7]。这里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何以我们相信周

代由太师、瞽人等负责的采诗可以实现观风察俗,后世朝廷礼乐机构的采诗就徒留仪式意义了

呢? 其间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周代以后,封建国家的政治机构、官僚体制更为完备成熟,了解民

情风俗的渠道理应更丰富,故乐官采诗以观风察俗这样一种相对朴素的治理方式的实际功能自

然就会下降。第二,先秦时代的乐官中,有一些具备政治智慧和才干。早期国家中,能掌握自然

和社会知识的往往是一些乐人,这从先秦文献对太师、瞽的记载中可以见出。因为他们掌握多种

知识,常常参政议政,在天子、君主身边作为一个可咨政、可提供古之教训的智囊人物而出现。汉

代乐官、乐人已职业化,以李延年为代表的汉代乐人群体,其身份仅为专业音乐家,他们所能做的

只是以个人的音乐技能服务于朝廷各类音乐需求。乐官乐人身份的变化,可从一个角度解释后

世乐官采诗观风补政意义的弱化。周代以后,真正担负采诗陈诗以观风补政的朝廷机构和官员,

并不来自礼乐机关和乐人群体。汉以来的使者巡行(期间可能采诗),北魏时代张彝负责的采诗

(这次采诗的结集最终由张彝完成,尤可说明未将所采之诗送于朝廷音乐机关),都没有乐官的参

与,也未见与乐府机构产生交集。

唐代帝王的巡狩采诗固然主要是一种典礼仪式,但也并非全无实际功用。以唐玄宗在位期

间的巡狩来看,所发诏令颇多陈诗问俗之语。如《全唐文》所载《幸并州制》《北都巡狩制》《幸凤泉

汤诏》,多见陈诗观风表述,巡狩期间于沿途访察民情、以歌谣了解民俗民意也是有可能的。

唐代也有如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使者巡行采诗的举措。《唐会要》卷七十七《诸使上》“观风俗

使 ”条云“自贞观八年以后不置”[31],说明此前曾有风俗使的设置。《新唐书·百官一》“又有置使

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则罢,或遂置而不废”[32],观风俗使即应属“因事而置”的职务。《唐会要》

所谓观风俗使“贞观八年后不置”的说法其实不确。敦煌文献 《沙州都督府图经 》(伯2005号)记

载了一首歌颂武则天的四言长篇歌谣,文末云“右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

谣,具状上讫”[33],按载初元年(690)为唐睿宗年号,歌谣从武氏出生始,详述其文治武功,颂扬备

至。从内容的完整丰富到形式、语言的精整典雅,似不完全出自民间。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周

绍良认为此歌谣是地方官为逢迎武氏诈作[34];也有学者认为武后在安定敦煌地区人民生活方面

确实有过贡献,这些歌谣未必是沙州刺史李无亏的阿谀之作[35]。相比较而言,“产生于民间,来

源于边地,又经过文人的加工”这一说法较为可信[36]。尽管这件歌谣作品的来源有疑问,但风俗

使负有采诗之责应为事实。

以上情况说明,中唐以前确有采诗之事,但太常卿采诗的观风之意难以确定,帝王诏令中的

陈诗表述来自对《礼记·王制》经典话语的沿袭。风俗使采诗并非常设,风俗使也非采诗专官。

且朝廷采诗有时是为润色盛世,所采多为颂歌,比如唐文宗太和年间朝廷诏命百官集体观秋稼,

白居易、刘禹锡均以诗记盛事,并表达了希望诗歌能被朝廷采集的意愿。此种采诗期待并非白氏

于宪宗元和年间提倡的采诗讽谕之道,采集颂诗的声音也并未在唐、宋文人群体内得到较大的回

应和重申。

至于两宋是否存在采诗制度,沈松勤认为:“证诸史实,太宗中后期,士大夫采诗之风颇为流

行。”[8]15但其所举数条证据并不能得出此一结论,比如宋初诗人王禹偁为丁谓所作《皇华集序》称
“济阳丁君(谓),实 使 闽、越。……今 春 赴 朝 集 之 期,奏 风 谣 之 事,……尽 以 民 瘼,达 于 帝

聪”[37]第8册,卷154,25,使者巡行历代皆有,其中或有采纳风谣、以观治理之举,“奏风谣之事”应指陈述

下层百姓困顿哀乐之事,不能判断为纯粹采诗。沈氏文中所列雍熙年间罗处约“采风谣于湘

潭”[37]第8册,卷154,18其性质也属使者巡行,“采风谣”实际上已成为采集民俗民情的经典话语,不能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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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断北宋初士大夫流行采诗。周汉采诗制度及以后历代使者采集风谣,本为国家制度或受朝

廷所遣,并非士大夫群体内流行采诗。最明确的证据还是宋初诗人张咏《悼蜀四十咏》自序所谓

“采诗之官阙之久矣”[38]第1册,卷48,521。王禹偁《畬田词》序“亦欲采诗官闻之,传于执政者”[39]71,表达

士人间久已有之的采诗期待,并非是“采风谣的产物”[8]16。江合友通过考辨丁谓、罗处约的仕历,

认为二人未曾有采诗之举[9]。故两宋并未有出于观风目的采诗制度存在的明确证据。

综上所述,中唐以后至两宋,尽管存在太常卿采诗、风俗使采诗、使者采诗等活动,但或者仪

式意义突出而观风补政功能模糊,或为非常设职官、非固定性质的采诗,无法与周汉时代的王官

采诗、乐府采诗相提并论,因此,这些采诗活动不能证明朝廷制度框架内的观风、讽谕性质的采诗

曾在一段时间得到恢复,实际进行的朝廷采诗与士大夫文人心目中的采诗制度存在不小的差距。

(二)采诗诉求的无着与诗人之职的自觉担荷

采诗行为未曾彻底消歇,采诗制度未得到实质恢复,正是采诗诉求不断得到重申的原因,也

使这一诉求交织着期待与失落的复杂情绪。在采诗制度始终处于悬置的状态下,士人、诗人的反

复吁求最终变而为采诗职责的自觉担荷及诗人之职的自我任命,制度的模糊反向激发了士人采

诗的使命感。

如果说白居易的采诗诉求因言事之官的身份支撑尚有闻于上听的可能性,那么官小位卑者

如张籍,布衣终身者如唐衢,其记述风俗、忧念国事的拳拳之心则无由达于朝廷,为位卑者发声,

为其寻求言路,是采诗诉求的重要所指。元结《系乐府十二首·农臣怨》中的“农臣”是一名下层

农官,农臣之怨是因“乃欲干人主”“将论草木患,欲说昆虫苦”却无有途径之苦,最终“一朝哭都

市,泪 尽 归 田 亩”,以 看 似 平 淡 实 则 怀 有 遗 憾 的 语 气,发 出 “谣 颂 若 采 之,此 言 当 可

取”[29]第8册,卷240,2698之叹。陆龟蒙《南泾渔父》叙写下层渔父捕鱼的宽松之道,诗人由此感悟,对待

百姓不能敛求过度,“吾嘉渔父旨,雅叶贤哲操。倘遇采诗官,斯文诚敢告”[29]第18册,卷619,7131,希望采

诗官能够采渔父之言,使此生计之道上升为治国之道。

两宋特别是北宋文人普遍关心国事民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欧阳修“开口揽

时事,论议争煌煌”[38]第6册,卷283,3600的激昂姿态,皆能使人感受到文人的天下情怀和参与意识。宋

人诗文中的采诗诉求辞气较之中晚唐发生了微妙变化,从“谣颂若采之”“倘遇采诗官”的不确定、

假设语气,变而为肯定性的甚至带有祈使性的表述,使人错觉当时朝廷真的设有采诗官。王禹偁

是较早自觉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诗人,其诗反映民情、同情百姓困顿之心颇为突出。宋太宗淳化

二年(991),王禹偁贬谪商州,目睹春耕时节百姓畬田农事,作《畬田词》五首记风俗,赞颂民众互

助,其序曰:“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仆爱其有义,作《畬田词五首》,以侑其气,亦欲采诗官闻

之,传于执政者。”[39]71他另有《橄榄》诗,因食橄榄先苦后甜而思及执政者需努力听取“忠臣词”,

并“寄语采诗者,无轻橄榄诗”[38]第2册,卷62,687。北宋诗人梅尧臣同样是眼光注目下层民众的诗人。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为防御西夏,朝廷急迫征兵,导致人民遭受亲人离散苦痛,梅尧臣作《田

家语》代为申诉,诗序曰“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40]。尽管宋代也并未实质性恢复

采诗,但采诗诉求的表层性肯定语气,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士人、文人对朝廷恢复采诗的信心。

在清醒地意识到采诗制度不可能恢复时,宋初诗人张咏寻求到了新的讽谕之道,使采诗诉求

由对朝廷的期待开始转向诗人之职的自觉认知,其《悼蜀四十韵》小序曰:“虽采诗之官阙之久矣,

然歌咏讽刺,道不可寂然。某敢作悼蜀古风诗四十韵,书于视政之厅,有识君子,幸勿以狂瞽为

罪。”[38]第1册,卷48,521张咏于太宗淳化五年入蜀,其诗记述蜀地由来已久的奢靡佚乐风气,以及地方

官因不能教化民心而终酿成祸乱之状。诗序指出,歌诗讽刺之道不因采诗废而放弃,诗道的坚守

不全然凭借外在制度。先秦时代,“瞽为诗”“瞽献曲”“瞽、史教诲”,形成了瞽人的讽谕传统,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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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瞽”即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所不同者,这一身份是自我赋予的。南宋诗人周紫芝有长题曰

《七闽山中竹,皆有实,多至万斛,民赖以食,岁且不饥。作乐府短歌,以纪异事,将以俟采诗者择

焉,盖诗人之职也》,宣称纪事以供采诗为诗人之职,强调诗人担荷歌诗讽谕之道的自觉意识,虽

言 “将 以 俟 采 诗 者”,但 他 实 际 上 也 深 知 采 诗 无 望,因 之 于 其 他 诗 篇 发 出 “恨 无 采 诗

官”[38]第26册,卷1497,17093、“世无采诗官”[38]第26册,卷1535,17424之叹。在期待朝廷恢复采诗无望的情况下,诗

人将自觉采诗视为自身之职。

前文述及白居易的采诗诉求主要出于补察时政的目的,希望其新歌诗能够实现面向天子的

讽谕功效,这使其采诗诉求更接近先秦贵族、士人的献诗讽谕。采诗观风的传统似在宋人那里得

到某种“回归”。采诗以敦劝世俗、教化民心,希望借助朝廷之力表彰下层贤德之人,以之作为社

会楷模,成为宋人采诗用心的重要体现。北宋诗人余靖在《送希昱上人永嘉觐亲》一诗中表彰孝

道,“愿达采诗官,当令不孝惧”[38]第4册,卷227,2669。南宋诗人周紫芝《石妇行》则颂扬贞妇节义,“恨无

采诗官,作诗颂遗踪。用之邦国间,庶以消淫风”[38]第26册,卷1497,17093。倡扬道德的同时,作诗、采诗也

可为下层贤德之人“立传”“传世”,这是元代南方文人采诗以存人的观念先声。北宋诗人楼钥《彭

子复临海县斋》高度肯定下层廉吏、能吏,曰“我无荐贤柄,直书气填膺。安得采诗官,取以彻明

廷”[38]第47册,卷2536,29335。周紫芝《悼 友 篇》“世 无 采 诗 官,盛 事 恐 湮 芜。子 死 不 足 惜,会 当 逢 董

狐”[38]第26册,卷1535,17424,则为宣扬下层士人嘉德懿行而作。

采诗制度未能恢复,下层籍籍无名的贤者、能者不为朝廷所知,其盛事或将埋没世间,这和白

居易对张籍、唐衢沦落无闻的痛切情绪相似,实质皆在对诗人、诗作价值实现的重视以及这种期

待落空所引起的憾恨。从这个意义上讲,采诗诉求深层地指向个体生命价值的诉求,其所含蕴的

企盼、不平、无奈、悲慨、愤激情绪也是由人的价值这一问题引发的。

四、采诗诉求的主体转向与元代南土士人的文化意识及个体价值重建

(一)元代采诗活动、采诗诉求与士人的自觉采诗

史洪权将元代采诗分为使者采诗和民间采诗两种类型[19]。采诗活动到元代依然未曾彻底

绝迹,元代有绣衣使者、御史官员和翰林学士的采诗活动,但正如汉以来的巡行使者采诗一样,缺

乏固定制度的保证,且有些采诗出于个人行为而非职官要求,故采诗制度、专职的采诗官在元代

依然实质性缺位。

但元代文人面向朝廷的采诗诉求也并未全然绝迹。布衣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察风谣》是白

居易之后疾呼采诗的突出事例,有必要征引其言论之:

  战国而下,总揽权纲。以为狂夫之议,鲜有得中;圣人之书,足以为法。是以天子不采

诗,诸侯不贡诗,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圣朝开言路之后,陈言者莫非通经典之儒

士,习文法之吏员。皆持大体以泛言,未悉舆论而备纪。由是观之,则市井闾阎之语,亦实不

可弃者也。……伏望陛下,令绣衣使者巡行之日,兼采闾里风谣,达之宪台。凡政事之失者,

移文都省,改张条目,奏闻丹阙。付于随处行省而行之,所以广仁恩也。凡祝颂之和者,行下

太常,播为雅颂,奏闻丹阙。荐于天地宗庙而歌之,所以广孝敬也。[41]第28册,卷912,169-170

赵氏认为战国之后采诗即废,而元朝言路之弊在于进言者局限于儒士和吏员,这些人未能了

解下层民众的真实情况,所论空泛而不切于事情。因此他建议由绣衣使者巡行时采集风谣,然后

再移交御史台。所采歌谣涉及政事缺失者,上递尚书省议论并写成条文,奏闻天子,其后将纠正

之举措下发地方州府执行。所采歌谣为祝颂之文,则交付太常乐官,制为雅乐颂歌,同样奏闻天

子,用于宗庙祭祀。所言讽谕与赞颂的两类歌诗,正是对周汉采诗的真实总结。赵氏的建议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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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详可行,存在历史依据和现实考察的前提。

由于对制度的诉求历时长久而未能实现,加之元代南土士人的特殊处境和心境,采诗诉求的

主体面向遂发生了从朝廷到士人自身的转变,形成了采诗史上自发采诗的新变现象。

元朝自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6年攻陷临安灭南宋,直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始行科举,其间南方士人传统科举入仕之途被阻断。1335年科举中断,1340年才又恢复。且左

右榜、四等人分卷制,对数量颇多的南方士人不公正。终元之世,取士仅千余人,是科举自实行以

来规模最小的一朝。由于开科举而收缩了儒吏岁贡之数,“就其整体出路而言,科举不仅没有拓

宽士人的仕途,反而使之更狭窄了”[42]。元初士人尤其是南方士人不惟政治机遇且生存空间亦

受到挤压,亟须寻求新的立身之途和精神依托,自发采诗这一特殊现象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二)采诗诉求与元初南土士人的文化保存意识

元代诗文集中有为数不少的题赠采诗者的诗、序。这类赠诗、赠序不乏出自元代文坛颇负声

名者,如宋末元初的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以及位列元诗四大家的范梈、虞集等。刘氏父子由宋入

元,亲历蒙元铁骑的横扫和南宋政权的坍塌,创作了不少爱国诗词。他们对采诗者的期许,实出

自文化遭劫难的痛切与忧心,南宋150年来所创造的文化遗产面临无人收拾而零落散尽的局面。

国亡既成事实,文化根脉则不可亡。刘将孙《送彭元鼎采诗序》回忆其父之愿:“昔吾先君子须溪

先生每哀江南百年文献之零落,欲以诗存其为人,盖采诗者之行四方以此,然竟未得遂其

志。”[43]84《送临川二艾采诗序》亦曰:“因念东南百年文献为盛,今渺然谁复睹记? ……故每于采

诗者之游,未尝不怂恿厚望之也。”[43]84刘氏父子将采诗者视为一代文献与文化的保存者,几以史

家相期许。刘将孙又言:“近年不独诗盛,采诗者亦项背相望,宁非世道之复古而斯文之幸运

哉?”[43]84诗与采诗之盛实属“斯文”之幸,“世道复古”则以复古之名追怀文化,采诗者已然是“斯

文”与传统的守护者了。刘氏父子的赠序,透露出易代之际文人的悲情心态,同时亦有守护乃至

复兴文化的深沉愿望,采诗吁求遂成文化呼声,超越了以往寻求诗人与诗歌价值的范围。就此而

论,唐宋时代以诗人之职自命的精神含蕴,到元代就已变为以文化保存者自任了。

传统意义上的采诗观风本是朝廷的官方制度与行为,唐宋文人的采诗吁求也始终指向朝廷

采诗。宋末元初,文人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将采诗官的身份置换为文人身份,无视采诗的官方

性质,自任采诗,以一己之力、布衣身份担荷采诗使命。南宋诗人舒岳祥宋亡后隐于山中执教,其
《还龙舒旧隐》曰“亡国谁修史,遗民自采诗”[44],这是元初遗民诗人赋予自我的新的身份。修史

本为史官职掌,亡国之际国史谁修,诗人慷慨自任,以采诗代修史。先秦文献中有“行人”采诗、

“瞽”献曲献诗的记载,且多“瞽”“史”并提,所谓“史为书,瞽为诗”“瞽、史教诲”“临事有瞽、史之

导”等。“史”以先王之书和历史经验以鉴戒天子,“瞽”以乐诗讽谕天子,二者都在先王咨政群体

中处于重要位置。东汉郑玄回答弟子张逸之问,曰:“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其

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28]卷1,567认为“国史”主要负责采诗,瞽曚等盲乐人则负责“陈诗”,

即演奏诗。《孔丛子》亦有“史采民诗谣”之说。实则“史”并不掌诗,但后世至明清时此种说法一

直流传。舒岳祥将修史与采诗联系在一起,固然有所谓“史”采诗的话语来源,但无疑,采诗为史

官之职的认识被元代文人特别强调,透露出对采诗精神内涵的特殊理解。范梈《赠答杨显明四方

采诗》“观风本是史之职,太息幽人为之起”[45],吴莱《方景贤回闻吴中水涝甚戏仿方子清侬言》

“采诗观民风,愿踵太史职”[46],突出了史官与采诗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将诗视为史,采诗视为修

史,由此,采诗之责任大矣! 宋亡之际,可歌可泣、扼腕叹息之事既多,而投靠新主、抛却节义事亦

多,国亡无史官,但国史必要有人记述,传于后人,使忠贞义士显,乱臣贼子惧。以诗记事、记人,

诗即为国之痛史,遗民采诗即是亡国修史。易代之际,以诗代史,以采诗代修史,追怀故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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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这是南方士人自发采诗的历史和精神动因。

随着历史的变迁,宋亡之痛渐被南方士人受压制、排斥的愤懑所取代,采诗以代史的说法渐

次消歇,士人依然回复到采诗观风的传统思想中,所不同者,他们以史官自勉且相激励,代其行采

诗观风之举。柳贯《送李彦方廉访移淮东》“典册留为经世具,风谣揽入采诗权”[47],已将采诗视

为士人使命,以一种当仁不让之态将采诗权从史官转移至士人。虽无朝廷之命,依然标举采诗观

风之事业,这是南方士人仕途受阻后行为和精神的双重突围。将采诗权收归己有,是对被逐出政

治中心、剥夺兼济之志的“反攻”,也是不忘士人使命、不坠斯文的倔强姿态展示。

(三)采录无名者的生命价值意识彰显

元人采诗不仅采集当世闻人之作,更对籍籍无名者特加关注,发掘幽隐、载录无名几成共识。

大儒吴澄的《诗珠照乘序》论古诗或出自幽闺妇女,或出自山野之人,有赖于采诗官收集并陈之于

天子,后人尊为经,显然是以《诗》“国风”说明采诗与诗的重要关系。“采者岂为无功于诗哉? 后

世不复有是官,则民间有诗,谁其采之?”“诗有可取,必采以去。锓之木而传之人,俾作诗者之姓

名炳炳辉辉耀于一时。”“不有人焉采之以献,则潜于深渊,世无知者,又乌得睹其照乘之光乎? 诗

之不可以不遇夫采者盖如此。”[48]推重采诗之功,也是在为无名诗人发声,其指向还在于诗人生

命价值的彰显。

宋末元初的赵文在《高敏则采诗序》中以珠、玉为比,认为采诗者若只采集已被推尊为珠玉之

作,则采诗可废。要求采诗者不拘一格,破除固有之见,不以名论诗,“至于诗,不可以一体求”,

“故无地无诗,无人无诗”[49]。这种开阔、自由的诗学见解,自然有益于身处下层之无名诗人为世

所知。赵文是文天祥门人,曾参与抗元,又与刘辰翁父子交好。赵文与刘氏父子的采诗之论,带

有易代之际士人心态的深层投射。身遭家国之变,士人所受冲击、心中悲慨要有抒泄处,不发之

于诗则发之于词、曲。诗言志,采诗也就是采集一代士人心声,而不全在为诗歌树立门户、品题

高下。

刘岳申《赠刘孟怀采诗文序》记录了采诗者刘孟怀的采诗之愿,“吾友刘孟怀以书生周旋乡

里,惧久遂湮没,将周游四方,求之以授世之能立言者,以庶几其传。其用力可谓甚劳。其言曰

‘其能必传者,无以余为也;其可传而不幸将遂不传者,使他日幸而有所托而传焉’”[50]。刘孟怀

为一下层书生,他对于“可传而不幸不传者”的重视,即具有可传价值却未遇能传渠道,或有惺惺

相惜之情,所谓困窘者为困窘者发声。直至元末明初,王祎《送刘志伊序》为岩穴之士发声,“若夫

山林岩穴之士,文章虽工,人或鲜知之。知之鲜,则不能以尽求,求之不尽,则人将有不公之论

矣”[51]。元人论采诗的目光,更进一步投注在诗歌和诗人命运本身之上,而不再主要关注诗与天

子理政、朝廷得失的关系。采诗观风论由核心渐移至边缘,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汉代以来美刺讽谕

诗学的影响。元人对于所采之诗不以是否有益时政而论,而要求扩大采诗范围,尤其关注无名文

士,这是诗与政治关系松绑的体现。杨维桢为赖良所作《大雅集叙》即体现了这一采诗观,“余曰:

‘东南诗人隐而未白者不少也。吾诗不必传,请传隐而未白者。’于是去游吴越间,采诸诗于未传

者,得凡若干人,诗凡若干首,将梓以行,来征集名”[41]第42册,卷1336,494。赖良积三十年之功,采江南江

北诗人之诗,曾至杨维桢处采诗,杨为其定下采诗宗旨,即“传隐而未白者”,为无名者之诗寻求为

世所知之路。可见采诗呼吁中为无名者存诗的声音一直存在。除了保存文献,为诗人立名、免其

湮没无闻则是其深层次主要动机,这一动机,实关切有元一代文人的实际处境。

元朝自仁宗复行科举之后,南方士人仍然受制于铨选制之不公,陶安《送易生序》曰:“国朝重

惜名爵而铨选优视中州人,……中州人遂布满中外,荣耀于时。唯南人见厄于铨选。省部枢宥、

风纪显要之职,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52]有学者指出,绝大部分南方士人在元朝铨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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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无可能延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必须自愿或被迫实现分流。分流也就是寻求新的安身立

命之途,书会才人自是一途,四方采诗也是一途。元代采诗不乏趋利者,这是为生计考虑,但更重

要的是读书人不甘沦落无闻而自求发声之途。因采诗而为自我发声,只要看采诗者多请当世名

人为之题序延誉就可了解;同时也意在为更多的无名文人发声,这是受到压制的士人寻求精神突

围的努力,这种突围在文人群体内部设置“立言不朽”之路,不仰赖于朝廷和政治亦能获得某种精

神解放和自由。唐宋以来的采诗认识,其功能目的始终指向朝廷治理和社会教化之意,热切或沉

痛的采诗吁求的背后,是士子文人的政治身份诉求和对兼济之志的守护。

五、余 论

行文至此,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何以本文的论述时段确定于中唐至宋元,唐前和元代以后

因何不被观照? 这是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采诗诉求”而非采诗制度或采诗活动。采诗活动在唐

前、明清皆见诸史书或诗文,比如使者采诗自汉代以来几乎未曾断绝,而文人采诗也见于明清。

关于后者,史洪权通过勾稽史料,略述钱谦益、全祖望等的采诗行为,认为“明、清的采诗与元朝相

似,其行为主体依然以民间诗人居多”,“明清文人的采诗动机大抵与元朝相仿,以诗存人仍为最

重要的目的”[19]。可见明清文人采诗是元代自发采诗的延续,其采诗诉求所反映的心态及情感

内涵与元人近似。考虑到本文以采诗诉求与士人心态为议题,故未将明清采诗纳入论述范围。

至于何以起自中唐,是由于本文认为,作为士人呼声的采诗诉求,始自中唐白居易。采诗诉求这

一问题,主要体现于采诗史上的中唐至宋元时期,中唐为发端,元代采诗的新变引发了士人心态

的新变化,就这一问题而言,中唐至宋元已可说明问题。

采诗诉求这一问题对于制度和士人心态研究具有特别意义。

第一,这一问题显示了制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为何采诗活动在周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未

曾彻底绝迹,但士人、诗人的呼吁却以采诗制度未能恢复为前提? 这是由于士人要求的是设有专

职的固定的制度形态,而朝廷所遣使者采诗只是使者巡行中可能进行而非专门进行之事,使者采

诗的局限也不能为更广大的朝臣、诗人讽谕朝政提供制度保障。所以采诗诉求的始终不绝,是在

采诗活动的存在而采诗制度未真正恢复这两个背景中产生的。对于采诗这一古老的问题,不能

完全以采诗制度称之,为使事实清晰,有必要将制度与活动、行为分开而论。

第二,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呼唤,不仅有表层诉求,其实还存在深层的与精神相关联的价值诉

求。即如采诗诉求,首先表现为制度诉求,同时还存在个体生命价值诉求。无论白居易采诗诉求

中的谏官焦虑、声名焦虑,还是两宋文人自觉担荷诗人讽谕之职,抑或元代文人彻底放弃对制度

的期待转而自发采诗,以及中唐以来采诗诉求为下层不遇者、困顿者、位卑者发声,都能使人感觉

到这一诉求所指向的个体价值期待。这就启发我们注意士人与制度之间多层次的复杂关系。

第三,制度传统与制度的实际存在同等重要。采诗在汉代已经形成传统,这一传统关乎政治

治理中如何听取民情民意,也关乎士人关心的言路和君臣关系问题。周汉以来实质性的采诗制

度始终未能恢复,士人的采诗诉求更体现为对一种制度传统的难以割舍之情。

第四,本文所谓士人心态主要体现在政治期待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这两个方面,采诗诉求则

凝聚了这两方面的期待意识。从士人对一个古老制度的反复呼吁,观察其政治期待、身份意识、

价值取向的变化,因此成为观察士人心态及其价值取向的独特角度。尚需补充的是,元代文人的

采诗诉求中,还存在着保存文化的心态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政治和生命价值的维度。简

言之,政治期待、生命价值、文化使命是中唐至宋、元以来士人采诗诉求的心态意识所在。

采诗研究应突破长期以来单一的制度研究局面,建立起制度、文本、诗学的整体性研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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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这样一个古老而经典的问题,认为已无研究空间因而也就不具备学术增长点的认识显然是

偏颇的。对于经典问题,除了新出文献带来的突破性进展外,寻求新的研究视角、建立整体的研

究格局,力求将问题和研究呈现出立体的、综合的形态,才是一条创新之路。采诗制度的研究目

前已较为充分,但历代文献中有关采诗的叙述文本尚需清理和辨析,诗文中的采诗诉求正是采诗

文本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文本需要清理。采诗诗学的提出,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古典

诗学。采诗既是政治制度也是文学制度。采诗诗学不仅包括诗经、汉乐府以及白居易新乐府等

问题,还涉及乐(诗)的起源与地理风俗的关系,诗与政治的关系等重要论题,其研究空间是较为

宽广的。本文的写作只是整体性研究的一部分,更多的研究尚需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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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sforCollectingPoemsofFolkSongsandBallads:
ExpressionoftheMindsetofScholarsandImplicitValueOrientation

WANGZhiqing
(SchoolofHumanities,XidianUniversity,Xian710126,China)

Abstract:“AppealsforCollectingPoemsofFolkSongsandBallads”referstothecallsmadebyscholarsandliterati
sincethemid-Tangdynastyforthesubstantialreinstatementofthepoetrycollectionsystem,andthehopefortheimpe-
rialcourttoreestablishthepositionofpoetrycollectors,indicatingthedesireforpoetrytobeofficiallyselectedandrec-
ognized.ThisappealwasinitiallyarticulatedbyBaiJuyiduringtheearlyandmiddleyearsofEmperorXianzongsreign.
BaiJuyitransformedthetraditionofpoetrycollection,whichhadbeenpoliticallydriven,intoanintrinsicvaluepursuit
amongscholars.Theappealsforcollectingpoemsoffolksongsandballadsencompassbothinstitutionalandpersonal
expectations,reflectingthemindset,identityawareness,andlifevaluesofscholars.Theseappealscarryemotionsofan-
ticipation,resignation,disappointment,andevenindignation,becomingdistinctliteraryphenomenaexpressedthrough
poetryandprose.Fromthemid-TangtotheSongandYuandynasties,theappealsforpoetrycollectionshiftedfromex-
ternalinstitutionaldemandstointernalizedmotivations.Scholarsconsciouslyembracedthemissionofpoetrycollection
andengagedinvoluntarypoetrycreation,thusprofoundlyreflectingtheirjourneyofseekingandreconstructingindivid-
ualvalues.Byinvestigatingappealsforcollectingpoemsfromasubjectiveperspective,wecangainanuancedunder-
standingoftheintricaterelationshipbetweenpoliticalsystemsandthemindsetof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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